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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是对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社会理论研究的简要
评述和分析。本文认为，对国内外社会理论传统的整理和译介、系统而深入
的专门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理论”的多方面探索构成了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
主要领域，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可谓瑕瑜互见，尤其是在创建
“中国社会理论”方面尚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社会理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 中国社会理论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其广度和
深度并不亚于晚清以来的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遗憾的是，失去
“生存权”的中国社会学未能直接参与、观察和研究这场伟大的变革，
未能见证和分析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型社会的产生及变迁

过程。不过，当中国社会于三十年后再度开始“巨变”，刚刚获得“新
生”的中国社会学恰逢其会，和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一起经
历了相互见证和共同成长。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早期确实有较浓厚的“补课”色彩。社会理

论①是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对其进行“补课”也因此显得更为紧迫。大致而言，“补课”资源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西方社会理论一直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在

与国际学界“隔绝”了三十年之后，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首先急需
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进展; 另一方

面，社会学在中国虽然是舶来品，但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得到长
足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引介国外( 主要是
欧美) 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中国自身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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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采用“社会理论”的提法，而非中国高校社会学教育系统中一般使用的“社会学理
论”，一个简单的考虑是前者的含义更具包容性，更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色彩，而且与所
要评述的内容更为契合。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和逻辑因素，限于篇
幅，不在此详述。



现实问题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果，因此，接续和发扬这一重要传统自

然成为恢复重建的要务。虽然中、西两种智识维度都是中国社会理论
研究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着力点，但相较而言西方社会理论仍占

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不过，近十余年来，以中国早期社会学为抓手对中

国传统社会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开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前景颇为

可期。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研究也大致经历了

从最初侧重引介和翻译国外主要社会学理论学说与流派及人物到注重

更专业和深入的研究、从以西方社会理论为重点到日益重视阐发中国
自身的历史传统思想、从基于文本的社会理论研究到开展基于中国经
验的理论化探讨等变化。不过，需强调的是，上述说法并不意味着某种
绝对历时性的发展，而是应被视为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共存于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之中。①

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就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年来的社会理论研

究略做综述，但由于篇幅所限，所涉文献太过庞杂，而选择和评价的标

准亦难以拿捏，因此主要讨论具有创新意义并对社会理论研究具有某

种积累和推进意义的研究。本文也因之难免挂一漏万，当不得周全
之论。

一、译 介

在恢复重建的早期，对国外社会学文献的引介和翻译工作具有关

键意义，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必须提及
苏国勋先生主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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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善华和李猛曾撰文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近十五年里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进

行过颇为细致的评述，并将此期间的研究进展分为三个阶段。接续杨善华和李猛的早期
评述，肖瑛和郭琦在最近刊发的文章中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理论研究历
程、概况及特征进行了全面评述，重点关注近一二十年来的研究状况 ( 肖瑛、郭琦，
2019) 。本文不采用常见于此类综述的分期、分阶段论述方式，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理
论研究的诸取向仍共存于当下的研究中，而且早期阶段并未很好地完成应当完成的一些
任务( 如译介) ，因此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进步性阶段特征。
该研究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时设立，多次更名，
1991 年更名为“社会学理论研究室”，2003 年更名为“社会理论研究室”。



该室编辑出版的《国外社会学》刊物，后者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刊
发了大量范围广泛的关于国外社会学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①一度成

为国内研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的主要窗口，吸引了

一大批研习者选择投身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对国内社会学学科

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理论研究的推进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国内出版界也开始出版社会理论译著，

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侧重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
版社等。一些出版社还专门策划出版社会理论的翻译丛书，如苏国勋
先生主编的“社会理论译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和“社会学名著译丛”
( 商务印书馆) 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社会理论译丛”等。此外，
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现代性研究译丛”、北京
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以及“学术前沿”丛书和“社
会与思想丛书”、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虽非专门的社会理论译丛，但包含大量重
要的社会理论著作，影响广泛。不过，这类译作虽在数量上已达可观程
度( 现在每年仍有不少相关译著出版) ，但在翻译质量、作品选择、主题
策划以及对相关领域著作的系统性、完整性、代表性等方面的把握存在
诸多问题，显得杂乱无序，使其本应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
我们不妨从众所周知的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入手，简要考察这些

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其著作的中译情况。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中译工作的特殊性，仅以韦伯和涂尔干为例。韦伯著作的中译至今仍
是制约国内韦伯研究的重要因素，涂尔干著作的中译情况则相较而言

好得多，促进了近年来国内涂尔干研究的较快发展。如韦伯的《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著 1987 年的中译本( 北京三联书店版) 可谓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译著，但该译著

本身存在较明显的问题。迄今，这部名著已有多个中译本，但其或因译
文质量不高，或因所依据的版本存在问题，始终未令人满意。目前国内
使用率较高的韦伯著作中译本是由康乐、简惠美翻译的《韦伯作品
集》。在德文《韦伯全集》( 历史考证版) 即将完成并已成为国际学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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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国外社会学》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所刊内容及侧重点等自然存在阶段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内社会理论研究的变化，杨善华和李猛的文章就对《国外社
会学》所刊内容的变化进行过细致分析( 杨善华、李猛，1994) 。



究韦伯的权威和标准文本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应当对此给予充分重视，

尽快推出以德文《韦伯全集》为底本的、可靠的中译本，解决迄今仍无
一套比较系统的、译文质量可靠的韦伯著作中文版的尴尬处境，以促进
国内学界的韦伯研究，缩小与国际学界韦伯研究水平的差距。涂尔干
的著作相对而言没有韦伯著作那么复杂，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渠
敬东的主导和推动下，涂尔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较为可靠的中

译本，2019 年商务印书馆将推出的收录涂尔干主要作品的十卷本《涂
尔干文集》展现了国内在社会理论著作翻译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他重要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译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如齐美尔的

著作虽已有多部中译本问世，其所著《货币哲学》甚至存在多个中译
本，但译文质量问题颇多;帕森斯的大量著作至今仍无中译本，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错讹颇多，《社会行动的结构》中
译本也因翻译缺乏专业性而难以信赖。现当代的重要社会理论家如福
柯、哈贝马斯、布迪厄、卢曼、吉登斯、贝克、鲍曼、布希亚 /鲍德里亚等
等，其作品尽管近年来颇受出版社青睐、译本较多，但在译文质量、作品
的系统出版规划等方面依然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良莠不齐。
社会理论家们的著作是社会理论研究的基础文本，如无较系统、完

整、有代表性和可靠的中译本，相关研究的进展和提升必然受到严重制
约;而相关著作翻译的积累也是衡量学界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四十
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虽然有一定的成果和积累，依然远远不够。

二、专门研究

对国内外重要社会理论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固然具有基础性
意义，但社会理论的发展还有赖于更专业和深入的研究以及与经验研

究的结合。下面我们将从国外社会理论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两个方面
对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予以简要论述。

(一)国外社会理论研究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对国外( 主要是欧美) 社会理论的研究一

直是社会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领域。四十年来，国外社会理论领域的重
要人物、流派、著作、概念等基本上都进入了中文学界的研究视野，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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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具体水准和程度差异较大。
我们仍以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为例。对马克思( 主义) 思想的研

究在中国学界早已常态化，并成为持久的重点研究领域。不过，和国际
学界相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从社
会学 /社会理论方面展开的马克思( 主义) 研究则并不多见，马克思作
为社会学主要奠基者或者作为社会理论家的思想维度因此并未得到充

分彰显。上世纪 80、90 年代值得一提的研究有吴晓明等对“马克思主
义社会思想”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的系统、深入的论述 ( 吴晓明等，
1996) ，瞿铁鹏基于扎实的文本分析对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论”以
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及其实质内容进行的探讨亦颇有价值
( 瞿铁鹏，1991，1995) 。实际上，数十年来，通过翻译和开展专门研究，
国内学者已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诸核心概念及论题———如社会存
在、实践概念、市民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国家以及社会结构与演化理
论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这些论述大多并非从社会理论视
角出发，因而未能在更恰当的意义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

洞察与分析。另外，国内学界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流派和思想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译介和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葛
兰西等等，但同样缺少以社会理论视角对该传统的系统、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相关学科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度，也出现了

具有新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例如应星从“事件社会学”的视角
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解读，认为该
著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即把结构、局势
和行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在对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中 ( 应星，2017 ) ; 成
伯清和李林艳对被其称为“马克思的情感社会学”的思想进行了考察，
指出马克思不仅主张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而且还从生产方式和私有

财产的角度对不同社会形态的情感基调给予了揭示( 成伯清、李林艳，
2017) ;李荣山从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切入，在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
共同体传统中考察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意涵( 李荣山，2018) 。
苏国勋先生 1988 年出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 苏国勋，1988) 则直接引发了国内学界的“韦伯热”，这部论著对韦伯
社会理论中的宗教、政治思想以及方法论等核心论域进行了深入分析，
迄今仍是国内韦伯研究中最重要的论著。苏先生近年来侧重从中国传
统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和批评韦伯关于中国的论述 ( 例如，苏国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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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1) 。他认为，总体而言，韦伯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
心论”倾向，这使他对包括中国宗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论述可谓洞见
与曲解并存。在苏国勋之后，韦伯研究者中的“70 后”“80 后”已经成
长起来，成为当下韦伯研究的主要力量。例如李猛对韦伯社会理论中
的“英国法问题”、理性化与传统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尽而深入
的探讨，直指韦伯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问题 ( 李猛，1999b，2010 ) 。其文
章《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是他在苏国勋早期关于
韦伯思想尤其是其“理性化”论题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思考。
该文紧扣理性化与传统之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构成了西方与东方( 特
别是中国) 的关键差别”，理性化是“现代西方独有的历史现象，系统地
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
是一种“反传统的‘传统’”( 李猛，2010 ) ;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
家伦理中，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却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清教和儒教中的

不同理性化( 以及其中涉及的诸复杂因素) 导致了它们在“普遍历史”
中的不同“命运”。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韦伯思想的研究有了很
大的进展，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例如韦伯的方法

论思想常常遭人误解，田耕和王楠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澄清，前者通过对

韦伯科学学说( 即其方法论思想) 的考察，提出了颇具新意的韦伯对社

会科学的两次“奠基”的观点，诠释了“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之意涵
( 田耕，2006) ;后者则重新检视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关键
要点，重申了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价值自由”( Wertfreiheit，
value freedom) ( 王楠，2014b) 。① 总体来看，中国学界对韦伯社会理论
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成长起一批执
着于韦伯思想研究的年轻学者，但真正高水准的研究并不多见，对韦伯

思想的诸多误解也还广泛存在于理论和经验研究者之中。
相比于马克思和韦伯研究，国内学界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真正有价

值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涂尔干主要著作
中译本的陆续出版，对其相关思想的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方面，
渠敬东的相关研究具有开创性，他试图从涂尔干的“失范”概念入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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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部分地源于相关英译的影响，韦伯方法论的这个核心概念通常被译为“价值 /伦理中立”
“价值无涉”等，这使所谓韦伯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及相关争论在国际、国内学界流
传至今，引致了对韦伯方法论及实质论述的误读。



把握涂尔干的总体性问题，认为“失范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缺席，也是真
正的个体意识的缺席”( 渠敬东，1999a: 35 ) ; 因此，失范概念揭示了涂
尔干的核心洞察力，即社会与个体是相互构建的，从而也指出了涂尔干

从社会决定论入手建构个体主义、应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路( 渠敬东，
1999a，1999b) 。陈涛则尝试从涂尔干的“道德科学”事业出发把握其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基本预设和前后期的演变，认为在涂尔干那里
“‘道德科学’就是‘社会学’的别名”( 陈涛，2015，2017) 。涂尔干的一
些核心著作近年来也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以《自杀论》为例，赵立玮
的研究澄清了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并结合其“人性的两重性”学说
对这种类型学给予了一种新的阐释( 赵立玮，2014) ; 王楠则认为，《自
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
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
( 王楠，2017)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渠敬东
基于对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文本考察，从社会形态学、历史内
在的辩证运动和文明史的构成和变迁三个层面梳理了路易十四之前法

国中等教育史的发展历程 ( 渠敬东，2015b ) 。王楠 ( 2016 ) 、李英飞
( 2016) 、杜月( 2016) 、陈涛( 2016) 从多个面向和维度对涂尔干的教育
思想进行了深度阐发。在其他重要论题上，何健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
义的张力入手，强调涂尔干利用“道德个人主义”调和这一矛盾的努力
( 何健，2012) ;渠敬东则强调涂尔干的民情概念，以及借助职业群体的
重建去化解大革命之后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的观点 ( 渠敬东，2014 ) ;
魏文一从国家与祖国这两个面向解读了涂尔干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所具

有的丰富意涵( 魏文一，2017 ) 。此外，在探讨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和政
治学说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尝试去分析其“社会”概念的哲学或形而上
学基础。陈涛从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入手，指出涂尔干理解的
社会是一个自发生成的、不可还原为个体特征的、自成一类的“自然社
会”( 陈涛，2013) 。李英飞指出，从社会范畴思考现代政治问题是涂尔
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起点和内容，认为涂尔干的两个社会团结类型在

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 13 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两个概念传统，涂尔干在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生理学转化的同
时，也建立起有关政治社会的演化历史和现实形态的学说 ( 李英飞，

2018) 。总体来看，国内涂尔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十余年来不断
取得进展，涂尔干思想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和面向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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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宗教研究———这也是国际学界涂尔干研究中最注重的部分———在
国内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其方法论和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够充分。
其他领域近年来亦出现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倪玉珍 ( 2017，

2019) 对圣西门社会理论的探讨、张巍卓 ( 2016，2017 ) 对滕尼斯的研
究、一些研究者对齐美尔社会理论的探讨 ( 如郑作彧，2015; 李凌静，
2018;王利平、陈嘉涛，2018 ) 、赵立玮( 2015，2018 ) 对帕森斯社会理论
的研究、孙飞宇对舒茨现象学社会学( 孙飞宇，2018 ) 和弗洛伊德的研
究( 孙飞宇，2017a，2017b) 以及闻翔( 2012，2016 ) 对米尔斯的研究等。
一些研究者还将视角延伸到早期现代的重要思想家，如李猛( 2015) 对
西方近现代自然法传统的研究、王楠 ( 2014a ) 对洛克的研究、杨璐
( 2015，2018) 对休谟的研究、康子兴( 2017) 对亚当·斯密的研究、李荣
山( 2015，2017) 对赫尔德的研究、张国旺 ( 2014，2018 ) 对卢梭的研究
等。这些探讨拓展和深化了社会理论的论域，有助于对社会理论的根
源性理解。
除了上述侧重人物思想的研究外，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议题、

思潮或研究领域也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探讨，并产生了一些比较

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李猛早期关于“抽象社会”( 李猛，1999a) 以及
后来关于“现代社会”之起源和构成的探讨( 李猛，2015 ) ，肖瑛对于社
会理论中“反身性”问题的持续探究( 肖瑛，2004;肖瑛、韩倩，2018) ，成
伯清( 2012，2017 ) 对社会理论中的“情感”论题的研究以及谢立中
( 2009) 近年来有关后现代“多元话语”理论的研究。

(二)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一直注重对早期社会学历史的研究，多部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论著( 如韩明谟，1987; 杨雅彬，1987; 阎明，2010 )
得到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培林等编著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
读》，该著提供了对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主要人物、
流派和代表作品等比较完整的“导读”( 李培林等编著，2009) 。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也得到整理和出版。如北

京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 90 年代陆续出版了 14 卷《潘光旦文集》，费孝
通生前和去世后也有 16 卷《费孝通文集》( 群言出版社，1999) 和 20 卷
《费孝通全集》( 内蒙古出版社，2009 )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了 10 卷本《孙本文文集》，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推出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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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也收录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诸多重要著作。
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转向对中国自身学

术和思想传统的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成为

中国社会理论 /社会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渠敬东对晚清以来中国思
想史上的重大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
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渠敬
东，2015a) 。吕文浩的论著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思想演变的背景下来考
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对其思想的诸维度进行了细致评述
( 吕文浩，2010) 。周飞舟对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框架和基础进行了探
讨，认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
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

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 周飞舟，2019b) 。杭苏红考察了
潘光旦著作中的性爱、家庭与民族问题，认为潘光旦对家庭研究的重
视，既是为了回应民国家庭变革所带来的诸多家庭问题，更是为了以自

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为基础，重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新

家制( 杭苏红，2018 ) 。杨清媚以费孝通为“个案”展开了一项独特的
“人类学史研究”，亦即“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
究”( 杨清媚，2010: 1) 。魏文一就梁漱溟学术理路的演进问题进行了
探讨，认为在梁漱溟“乡治的提出与国家政权建设和地方自治有关”，
但他又敏锐地捕捉到政治的经济和习惯基础，进而发现以民族精神为

内核的社会组织构造才是乡村工作的根本，由此他系统地发展出乡村

建设理论( 魏文一，2016 ) 。侯俊丹考察了杨开道的乡村建设思想，指
出杨开道提出了由农村自治组织和事业组织共同构成的社区组织化模

式( 侯俊丹，2016) 。杜月认为瞿同祖的著作之间“构成了一个充满张
力的整体，在社会事实和法律典章之间，在法律典章与儒家理想之间，

这几本书似乎在不停摇摆，而且有着各自不同的摆幅和方向”( 杜月，
2012) 。白中林对陶希圣开创的“亲属法的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探讨，
认为陶希圣“沿着晚清法律变革的线索和严复开启的群学道路，力图
通过打破一本主义的宗法家族，树立生存权体系的亲属法，以此把家变

成独立人格的养成所，为现代国家提供合格公民”( 白中林，2014) 。
在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传统及社会思想的研究中，除上文提及的对

一些重要人物和流派的专门研究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

研究取向，即以早期社会学为借镜，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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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渠敬东经由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的研究而展开对中国历史上的“封
建与郡县之辨”的考察，试图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 渠敬东，2016) 。周飞舟则将费孝通探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概念
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丧服制度关联起来，认为“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
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亲亲”和“尊尊”
则构成了中国制度的基本原则( 周飞舟，2015 ) ; 他还通过对丧服制度
内“父子”关系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特征
“慈孝一体”，认为父对子之“慈”即是对己父之“孝”的体现，这表现为
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反馈模式”的
重要基础( 周飞舟，2019a) 。翟学伟梳理潘光旦等人关于“伦”的研究，
并将之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
等方面的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提出了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
读，明晰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
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翟学伟，2016) 。

三、余 论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理论研究在四十年间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从失去“生存权”、与国际学界隔绝近三十年从而导致对世
界社会学 /社会理论发展状况近乎一无所知，到对国外社会理论的主要
人物、流派、思潮等都有一定的深入研究;从与中国早期社会学 /社会理
论研究传统的隔断而导致对自身历史和智识传统的疏离和陌生，到重

新整理、接续该传统，将历史与现实再度接驳与融合。从“研究者”来
看，四十年中，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者可谓已历数代，而一批受过更为专

业的训练并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的青年研究者已成长起来。从“研究
领域”上看，对国内外社会理论传统的整理、翻译和专门研究以及对
“中国社会理论”的探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推进。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一方面步入没有社会理论家的

“尾随者”时代，另一方面重视对自身智识传统的梳理、研究和反思，研
究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样是近数十年来，西方文明和社会再
度出现深层变化，陷入多方面的危机状态，故此出现寻求能够解释、诊
断和解决危机的新社会理论的明显趋向。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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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智识和社会问题虽然与西方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毕竟不同。一方
面，经过数十年的译介和研究，中国社会理论已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并不断涌现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恢复重建的四十年里，我们没有诞
生真正的社会理论家，而仍以诠释和学习西方社会理论以及中国早期

社会理论 /社会思想为主，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积累性、深度乃至专
业性程度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多种因素和力量不断吁求和推动所谓
“中国社会理论”的出现。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探
索以及在寻求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宏观解释等方面都有若干进展，但要生

产真正富有解释力和普遍意义的中国社会理论，①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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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last 70 years，especially after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It summarizes and reviews important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major work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social
theory，specialized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Chinese social
theory”constitute main fields of social theory research in this period，during which bo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serious problems co-exist． In particular，much work
remains ahead for constructing“Chinese social theo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Ｒesearch Methods in the Past 70
Years Zhao Lianfei 14…………………………………………………

Abstract: Since 1953，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ha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stagnation ( 1953 － 1979 ) ，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 1980 － 1985 ) ，improvement in practice ( 1986 － 1999 ) and rapid development
( 2000 － 2019 ) ． After almost 70 years of development，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methodology， research methods and
specific research techniques．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ws
three trends of systematization in knowledge， standardization in practice and
localization i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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